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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寻踪寻踪文化周刊 烟海e家
客户端

每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和央视“3·15”晚会，都是
一场促进产品质量提升、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质量、品牌洗礼。

早在1964年5月，烟台市钟表厂也曾以提高质量为主要
目标，开展了一次为期半年的质量整顿。此次整顿，采取了制
度创新、管理创新、工艺改进等创新方式，并将整顿成果以制
度、体制、流程的形式固定下来，此后，质量意识在烟台钟表厂
延续下来。

此次整顿，比1985年发生在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厂长砸毁
问题冰箱事件”早了20年。那一砸成为改革开放后企业管理
和品牌营销的典范。而烟台钟表厂1964年的质量整顿，同样
实现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为“北极星”钟表的品牌形象奠定
了坚实基础。

事件起因
生产重数轻质 思想骄傲自满

烟台钟表厂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创办的宝时造
钟厂。1956年，三家钟表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烟台造钟厂，
1960年正式启用“北极星”商标，1962年改造为国营烟台钟表
厂。到1964年，这家已有近50年历史的老厂，培养出了全国
大部分钟表厂的基层技术骨干。

这样技术出色、根基雄厚的老厂，是如何出现质量问题的
呢？事情要从1958年说起。

当时，工业生产领域过分强调生产数量指标，逐渐形成
“重量轻质”的现象。资料显示，烟台钟表厂的生产数量自
1958年后出现大幅增长：烟台百货站收购的烟台产大钟和闹
钟，1958年为306698个，1960年增至406281个，1961年有所
下降，1962年又回升至403389个。

当质量与数量发生矛盾时，在利益优先、数量第一的思想
下，烟台钟表厂出现了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这为后来的整
顿事件埋下了伏笔。

那是1964年，有关部门在对烟台钟表厂产品的抽检中，
发现该厂生产的闹钟、大钟存在质量问题。

实际上，对工业产品质量的关注早在1961年就已经开
始。当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八字方针”，对工业
生产进行调整；9月，国家发布《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
案）》（即《工业七十条》），强调产品质量，提出“每个企业，都要
把保证产品质量和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当成首要任务，反对片
面追求产量、粗制滥造的做法”。此后，各地陆续开展质量整
顿活动。

烟台钟表厂认识到此次质量问题的严重性，经轻工业部
批准，于1964年5月31日开始进行为期半年的停产整顿。

此次生产质量整顿按照“查、改、验、定”的程序展开，也就
是检查发现暴露问题后进行整改，整改后分批、分期进行试
产，尽量缩短整顿时间，并为正式复产做准备。

统一思想

算账对比教育 忆苦思甜教育

停产整顿无疑是自砸自家的饭碗。如何说服全体职工，
将他们的思想统一到整顿活动中去？

厂里首先启动了算账对比教育。领导层向全体职工讲明
了闹钟的质量问题，并说明，停产整顿会给国家造成政治损失

与经济损失，尤其是经济损失，平摊到每位员工的头上，每人
大约500元。

“国家给我们每个人上交了将近500元的学费”，这笔账让
工人们意识到质量问题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算账
对比教育后，二车间流传起一段顺口溜：“为了突破质量关，闹
钟暂时不生产，领导这次下决心，拿出学费几十万，学成本领
是关键。”

厂里还动员工人进行了忆苦思甜活动。
四车间的老工人连培坤和初迎春等人，在旧社会时曾几

次被资本家解雇，走投无路，流离失所。如今新社会，工厂停
产整顿，工人的工资福利却照常发放，对比之下，他们感到十
分惭愧，没有发挥老工人的作用，当场表明了个人今后的工作
态度。

思想整顿起到了不错的成效，工人认识到，对老经验、老
习惯，必须进行科学地分析，陈旧的落后的必须淘汰掉，这样
才能解决近代化的生产与落后的生产管理之间的矛盾，认识
到质量第一方针和技术管理的重要性。

创新制度
试行岗位责任制 率先启动绩效考核

在工业生产活动中，明晰的责任划分显得尤为重要。
此前，由于缺乏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度，发生质量问题后，找

不着责任人，大家互相推诿，乱踢皮球。为扭转这一情况，烟台
钟表厂参考大庆及其他厂的现有条文，试行了岗位责任制。

在二车间的试点中，职工经过反复讨论，总结出过往经
验，找出质量问题与本小组的关联及应承担的具体责任，纳入
责任制。

车间车轴组则采取边研究、边试行、边修订的办法，制订
了本组的岗位责任制，在执行中，还实行了班后评分评比。具
体做法是，下午临下班前，由生产组长汇集意见进行班后评
比。最初是到每个操作者的工作地进行评比，随着对岗位责
任制的逐步熟悉，评比时间逐渐减少，评比方法也逐步改进，
改为班后会公布评比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小组的岗
位责任制初步形成，并在这基础上制定了个人的岗位责任制。

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尤其是每日班后的检查评分，增强了
工人的责任感，树立了质量第一的观念，提高了设备维护水平。

除了岗位责任制，烟台钟表厂还率先启动了绩效考核。
考核按一百分计算，产量总分为25分，质量总分为30分，完成
质量指标者得30分，超过报废指标及有返修者质量分全部扣
掉，当日一件废品没出者奖5分。

在整顿过程中，职工意见比较大的是管理层的人员太
多。干部多了，互相扯皮，不利于生产。对此，烟台钟表厂还
实施了一项放在现在也是极具创新的“领导现场办公”——领
导干部上岗制：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团
委书记、副总工程师等各自固定一个车间，每日上午8时到10
时，与车间干部分头到车间上岗；10时到11时，汇集问题进行
研究；下午4时到5时，由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召开生产调度会，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统一答复。

领导通过一线上岗参与生产和调度会的形式，使得生产
中的一系列问题得以在生产一线和车间解决，极大地提高了
管理和整顿效率。

截至1964年7月13日，烟台钟表厂共发现112个问题，

通过调度会解决了58个，工人很满意，认为解决问题快，减少
了扯皮现象。

整顿工艺

技术对标国家标准 生产实行“三定”

生产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最直接的环节就是生产工艺问题。
造成停钟、超差等质量低劣的原因，一是技术资料问题，

二是生产操作问题。自6月份开始，针对技术资料混乱、生产

不按图纸进行的情况，钟表厂启动了类似现在的“标准化”工
作——把原有的闹钟产品图纸，与部颁图纸及上海、天津、北
京钟表厂的现用实物以及上海大光明厂的“质量升级规划”，
逐件进行校对、审查、比较，找出差异。根据找出的差异，以提
高质量为前提，对原有闹钟图纸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拟定零部
件的生产工艺，深入车间逐项、逐个尺寸征求工人的意见，用
写实法编制了电镀、喷漆等工序的工艺。同时还对图纸和模
型进行校对，对工艺卡片和原材料表进行校对和审查。

经过这一周期的整理，新的技术资料都已达到国家标准。
针对工人在生产操作中不使用工卡量具，单纯用眼看、手

摸、耳听这种不科学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情况，工厂实行
“三定”政策，即“定人、定活、定设备”，即关键零部件配备关键
人、配备关键设备，使人及设备各尽其用。

在整顿和试制过程中，这一系列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的
规范动作，织密了生产规章的网，使职工的质量观念得到了提
升，减少了生产误差。

上世纪60年代，钟表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低，组装人工的
参与度极高，因此，工人的技术水平对产品的最终质量，起着
较为重要的作用。为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烟台钟表厂开展
了“大练基本功”运动。一车间冲床组有位郝淑美同志，年纪
大、不认字，在练功运动中，工友们坚持用“一帮一”的办法，帮
助她通过了考试。

质量为先

达标恢复生产 夯实品牌基石

试产阶段是检验质量整顿运动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烟
台钟表厂自1964年8月14日开始试验，到1964年12月18日
先后共试验了三批产品，第一批合格率为99.397%，第二批合
格率为99.81%，第三批合格率达到100%！

随后，烟台钟表厂提出闹钟鉴定申请。山东省轻工业厅
受轻工业部委托，以厅为主，轻工业部派员参加，并邀请了北
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杭州等全国各地15个钟表厂的工
程技术人员，组成了山东省轻工业厅闹钟投产地方鉴定委员
会和由30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技术鉴定组，经过6天的时
间，对烟台钟表厂的产成品、零部件、产品图纸、工艺技术文
件、工艺装备等进行了审查和测试。

此次鉴定结果为：成品性能全部达到部颁一级闹钟质量
标准。根据鉴定结论，经省轻工业厅研究，烟台钟表厂决定从
1965年1月1日开始恢复正常生产。

从1964年5月到1965年1月1日正式复产，烟台钟表厂
的停产整顿持续了半年的时间，彰显了“质量为先”的理念和
质量整顿的决心。

1964年的这次质量整顿，不仅是烟台钟表厂发展史上的
转折点，也为“北极星”品牌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的
数十年间，北极星迎来了鼎盛时代：三次斩获国家质量奖银质
奖章，还成为中国首批十大“驰名商标”中唯一的钟表品牌。

从1964年的质量整顿，到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品
牌，烟台钟表厂用质量书写了自己的传奇。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质量不仅是企业的生命
线，更是品牌成长的根基。今天，当我们迎来一年一度的“3·
15”时，烟台钟表厂62年前的质量整顿，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和
思考。

牙山腾起金凤凰
——栖霞市凤凰庄村采访记

□林新忠 孙明浩

62年前烟台钟表厂的质量整顿事件
□卜浩宸

烟台造钟厂生产车间烟台造钟厂生产车间（（资料图资料图）。）。

烟台造钟厂生产车间烟台造钟厂生产车间（（资料图资料图）。）。

烟台海滨广仁路步行街上的中国首座钟烟台海滨广仁路步行街上的中国首座钟
表文化博物馆表文化博物馆。。

牙山巍巍，绵亘百里，大牙、二牙、三牙犹如一把把利剑直
插云霄，以其坚强不屈的脊梁，在广阔的栖霞大地支撑起一座
永不磨灭的红色丰碑。牙山身后的褶皱里掩藏着一个美丽的
小山村，村里人引以为傲的不是传说凤凰曾在这里起飞，而是
80多年前，胶东抗大曾在这里住过。这个小山村就是栖霞市
桃村镇凤凰庄村。

春节刚过，栖霞老促会红色文化采访团来到这里，探寻这
个小山村80年前的红色荣光和80年后的发展故事。

一

来到凤凰庄村口，一块由栖霞老促会立起的“胶东抗大旧
址”高大标志牌格外引人注目。凤凰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喜祥
站在村口迎接我们。沿着宽阔的村路，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们
讲解村里的故事。

1941年3月，许世友、林浩、吴克华、高锦纯指挥胶东八路
军十三、十四团、清河独立团和五支队解放了由蔡晋康盘踞的
牙山地区，建立起了牙山抗日根据地。不久，抗大胶东支校
（时称胶东抗大）在聂凤智校长的带领下由掖县迁至栖霞，驻
扎在牙山北面的20多个村庄，校部则驻在凤凰庄村。当时，校
部设参谋处、民运股、锄奸股等，下设3个营、5个训练队，学员
主要是来自抗日前线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在接受培训后再回
到抗日前线。

当时，“抗大”师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十几位学员挤
在一户人家里，一个学习队要分住到好多民户里，上课从无固
定教室，也没有固定的训练场地，春季、秋季多半在群众的场
园上课，夏天则在村中的一棵大松树下或在东西两面的高山
上上课。走到哪里，哪里的山坡、树林、场园就是课堂，借个门
扇当黑板，背包就是凳子，双膝就是课桌，村民们时时可以看
到战士们龙腾虎跃、冲冲杀杀练兵习武的场面。

进入村中不久，我们看到了当年抗大宣传队队长葛富贵

用蓝色颜料在村民王家珍正房后墙上书写下的标语口号：拥
护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还有落款“八路五旅”。因为整治河
道，拆去了一间房子，墙面上只剩下后面7个字。这7个字，历
经了80多年的风雨，却历久弥新，仍清晰醒目。

村子的东北角有一栋低矮的小屋子，那是当年聂凤智校
长办公住宿的地方。这栋房子是个小四合院，南面三间，北面
三间，中间是两间厢房，聂将军就住在北面的三间。今年春
天，栖霞老促会与有关部门一起对旧址进行了维修，并在里面
布置了展室，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胶东抗大在栖霞的办
学历程、抗大的著名师生和革命烈士等。

伫立于此，不由得思绪万千。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聂将
军竟在这里度过了近一千个日日夜夜。他在这里研读马列、
研读毛主席著作，起草文书、用心思索，从事着共产党人为之
奋斗的伟大事业，与同志们一道培养和铸造了一大批革命军
队的骨干。

王喜祥介绍说，聂校长平易近人、知识渊博，说起话来妙
语连珠、饶有兴味，而且态度和蔼，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他“老
聂”。闲暇之时，他还会与村里的老人们聊聊天，哪家有几口
人、有几亩地，甚至有几头牲口和几头猪，他都清清楚楚。

二

那时，宣传队队长葛富贵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带领
战士们学政治、学文化、排练节目、编写黑板报，活跃在抗日斗
争的战场上。当年仅100多户、400多人的村庄，时常可以听
到战士们的嘹亮歌声。他们教群众唱革命歌曲，自编自演文
艺节目，宣传队演出的《雨过天晴》，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那些
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还历历在目。部队大集合是凤凰庄村人
们最欢腾的时刻。每当驻扎在临近几个村的全体战士队列整
齐，步伐矫健地唱着革命歌曲、喊着行军口号走进村庄时，全
村的男女老少都挤在街头翘首以待，兴高采烈地观看他们的

比武，欣赏他们的演出。战士们经常同群众谈论抗战形势，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人们的抗战信心。

胶东抗大在凤凰庄一带办学历时3年多，战士们与乡亲们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麦收季节，指战员们三五不等，给这家忙
收割，给那家忙搬运，还有的在场院里翻晒拍打等，一派“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火热景象。军爱民、民拥军，“军队和老
百姓，咱们是一家人”。每逢部队要行军打仗，战士们丢下的
东西，群众都给他们保管好，等他们回来后再交给他们。战士
们也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里洋溢着一片军民鱼水情。

1941年6月，聂凤智校长的妻子何鸣生下儿子庆荣。孩
子刚满月，抗大二分校便要移防。此时，共产党员、村妇救会
会长尹德芝刚好生了女儿王彩娥一个多月，聂凤智与何鸣便
把庆荣委托给尹德芝抚养。尹德芝每次都先把庆荣喂饱，再
喂自己的闺女。有一次，日伪下乡“扫荡”，尹德芝把自己的闺
女扔在炕上，抱着庆荣跑到山洞里藏了起来。聂凤智知道此
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尹德芝却说：“庆荣是革命的后代，我保
证把他抚养好，你与何鸣安心打鬼子吧！”尹德芝把庆荣抚养
到4岁，聂凤智调动工作时才将庆荣接走。聂庆荣长到7岁
时，聂凤智与何鸣还带着他来到凤凰庄村，看望养育了他4年
的“干妈妈”尹德芝。

三

从1941年到1944年，“抗大”人在凤凰庄村播下了一片
红色种子，如今的凤凰庄村700多人的身上仍流淌着这永不消
亡的红色基因。在随后的80年多里，凤凰庄人正是靠着这种
基因，以“敢于吃苦、敢于拼搏、敢于牺牲”的精神，在牙山这块
红色土地上谱写出了新的篇章。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组建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
社等，凤凰庄村都走在前面，成为十里八村的一面旗帜。

1958年，而立之年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志运走马上任。当
时村里没有一亩水浇地，种粮看天，粮食亩产只有百十斤。面
对全体村民的期盼，这个有血性的汉子给凤凰庄村描绘出了
一幅宏伟的蓝图。他说：“抗大精神是咱凤凰庄村的红色血
脉，我王志运一定会接好这个班，带领老少爷们过上好日子！”
他振臂一呼，村民们群情激昂，几百号男女荷担而上，跟随他
开进了东山、西山和北沟，锨铲镐刨、肩挑人抬，用了三个冬
春，硬是在大山的褶皱里建起了一个大水库、两个小水库，还
开挖了三个平塘。自此，全村2000多亩农田全部浇上了水，粮
食产量一下子翻了番。

上世纪60年代末，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凤凰庄
村不甘落后。王志运带领村民治山治水，在村西的一片荒河
滩上开出了400亩的“大寨田”，还在西河上筑起了堤坝，修起
了3000米的自流水道，实现了自流灌溉。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凤凰庄村迎来了大发展。王志运东
奔西跑，找资金、上项目，在村里建起了电料厂、电瓶厂、毛毯
厂、仪表件厂、粉丝厂等5个村办企业。村里人一部分务农，一
部分到工厂上班。工厂人手不够，邻近村里的人也过来上班，

凤凰庄村成了当时大庄头乡的一只腾飞起来的金凤凰。村里
有了钱，王志运买了3台拖拉机，发展农业机械化，还买了两辆
汽车搞运输，村里的钱袋子鼓鼓的。1975年，凤凰庄村购进了
一套先进的发电设备，把电灯接到了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那
些在黑夜里摸索了一辈子的老人都夸赞说：“是志运让咱过上
了这天堂般的好日子！”

多年来，王志运忙里忙外，一头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却把
自己的身体放到了脑后。有一天，他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村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还在牵挂着那个新上的项目没有投
产。谁也没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去世时年仅50多
岁。

四

凤凰庄村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背靠连绵起伏的大东山，
南有梯田层层的南大岭，抬头西望便是高大巍峨的牙山山
脉。大东山上流下来的水与北大沟的水在村子的东北边汇
合，缓缓地从村子的中央流过，最终汇入了西大河。河两边的
墙体用方方正正的青石块叠起，岸边，整齐的路灯杆一字排
开，青铜色的仿古木水泥栏杆勾连成网格状，沿河往前延伸，
成为村里的一道美丽风景。

站在河边，王喜祥介绍说：“俺村这几年的变化离不开各
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市农业、交通、卫生等许多单位作为包
帮单位，帮我们修街道、整河道、修山路。特别是烟台市、栖霞
市两级老促会领导多次到俺村来指导工作，帮我们村办了许
多实事、好事。”

他指着河边的路灯说：“这是老促会帮我们拉的。全村拉
了40多盏灯，晚上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这街道、这河道、这
栏杆，也都是帮扶单位帮我们修的。”

王喜祥说着这话，脸上美滋滋的。我的目光在河上扫视，
再转头瞅向河边那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民居。霎时，我仿佛看
到了我们的抗大战士正从那一扇扇房门里走出来，到河边淘
米、洗衣，而那一排排整齐的灯杆，不正是在河边站岗放哨的
战士吗！

顺河转弯进入村里最宽阔的凤凰大街，一些忙完了农活
的村民们正坐在街头上歇息，看到我们便微笑着站起来打招
呼。“那是我们村委办公室，也是村里的文化大院。”王喜祥指
着街北一个青砖红瓦的大院说，“现在地里的活儿还没忙完，
再过十天半月，这个大院就热闹了，天天晚上有跳广场舞的，
还有练太极拳的。”他告诉我们，这个大院也是上级部门帮助
建设的，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去年，市交通部门还帮村里在
西山和北沟修了两条山路，有2200米长。有了这两条路，今年
老百姓摘苹果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大街的南边是排列整齐的民居，每一排的街头都挂着街
牌：民福一街、民福二街、民福三街。王喜祥说，这些街道的名
字是他起的。他觉得如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都是革命前辈打
天下打出来的，起这个名字就是想让全村人都记得那些为他
们打天下谋幸福的革命先驱！

胶东抗大旧址胶东抗大旧址。。李渲李渲 摄摄


